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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野蛮人之间的互助
 

大迁移新的组织的必要村落公社共同劳动裁判程序部落间的法律从我们
同时代的野蛮人的生活中引来的例子布里亚特人卡巴尔人高加索山地人非洲
的种族
在研究原始人类的时候，不能不对他们在他们生活的最初阶段就表现出
来的社会性具有深刻的印象。从最古的和稍后的石器时代的遗物中都可发现
人类社会的遗迹。当我们着手观察依然过着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方式的蒙昧
人时，我们发现他们是以极其古老的氏族组织紧密地联合在一起的，这种组
织使他们能够把个人的微弱力量联合起来，能够共同享受生活和向前进步。
人类在自然中不是例外，也要遵循伟大的互助原则，这一原则使那些在生存
竞争中最善于彼此互助者获得了最好的生存机会。这是从前面几章得出的结
论。
然而，当我们开始研究较高的文明阶段，并且参考对这个阶段有所记述
的历史时，我们便为它所揭示的斗争和冲突所迷惑了。旧时的联合好象完全
破裂了。种族和种族相战，部落和部落相战，个人和个人相战；从这种敌对
力量的纷乱斗争中，人类便分化成不同的阶级，变成了暴君的奴隶，分裂成
经常准备互相战争的国家。由于手上有了人类的这种历史，因而悲观的哲学
家便扬扬得意地作出结论说，战争和压迫是人类的本性，说人类的好战和掠
夺的本能只能以强有力的权威限制在一定范国内，强使人类保持和平，从而
给少数更高贵的人以一种机会，使他们能够给未来的人类准备更好的生活。
然而，只要我们更严密地分析人类在有史时期的日常生活（近来已经有
许多苦心研究早期制度的学者这样分析过了），事情的面貌就立刻显得大不
相同了。姑且不说大多数历史学家的成见和他们对历史的戏剧性方面的明显
偏好，单以他们素来研究的文献而论，其本身就夸大了人类生活中的斗争部
分，低估了和平相处的部分。狂风暴雨的日子使我们忘记了光辉灿烂的日子。
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在书报、法庭和政府机关的文件以及小说和诗歌
中为未来的历史学家所准备的浩繁记载，也有这种片面的缺点。它们为后代
的人极其详尽地描述了每一次战争、每一次战役和冲突、每一次斗争和暴行，
以及个人所遭受的每一种苦难，但它们几乎丝毫没有谈到我俩每一个人都亲
身体验的无数的互助行为和献身精神，没有注意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本质事
物——我们的社会本能和风俗。所以，如果说过去的记载是那么不完善，是
不足为奇的。过去的编年史家把折磨他们那个时代的人的小战争和小灾难都
详尽无遗地加以记述，但他们却毫不注意群众的生活，而广大的群众主要是
习惯于和平劳动的，只有少数人才热中于战争。史诗、纪念碑文以及和平条
约——差不多所有的历史文献都有这种特点：它们只记载和平的破坏而不记
载和平的本身。所以，有最善良意愿的历史学家也不知不觉地把他所要描述
的那个时代歪曲了；为了要恢复斗争和团结之间的真正比例，我们现在不得
不对成千上万的小事情和在过去的遗迹中偶然保存下来的模糊迹象作一番细
腻的分析，不得不借助于比较人种学来解释它们，听了那么多关于分裂人类
的情况以后，我们不得不一砖一瓦地把过去那些团结人类的制度复塑出来。
不久以后，必须把历史按照新的观点重新写过，以便照应到人类生活的
这两个潮流，估计每一个潮流在人类进化中所起的作用。但在目前，我们可
以利用最近在寻求被人们那样忽视了的第二个潮流的主要特征方面所准备的



大量材料。我们可以从大家比较熟知的历史时期中举出群众生活的一些实
例，以便说明在这些时期中互助所起的作用；这样，我们（为了简明起见）
就省得远溯到埃及，甚至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历史了。因为，事实上人类的进
化并不具有一个绵延不断的性质的。在一定的地区和一定的种族中，文明曾
经几次中断，而在其他地区和其他种族中又重新开始。但是，每一次重新开
始，它所采取的又是我们在蒙昧人当中所看到的那种氏族组织。所以，如果
以我们自己的文明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在罗马人称为“野蛮人”的那些种族
中间的最后一次开始为例，我们就可以掌握自氏族到我们现今的制度为止的
一切进化阶段。以后的篇幅就用来叙述这些例证。
科学家们还不能确定约两千年前由于什么原因把所有的民族从亚洲赶到
了欧洲，结果造成使西罗马帝国陷于复亡的蛮族大迁移。但是，当地理学家
对着中亚细亚沙漠中人口稠密的城市的废墟注目沉思，或者沿着现今已经不
存在的古代河床和现在已缩小成池塘似的古代大湖泊的原来广阔轮廓加以考
察时，自然而然地就要想到了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干燥：最近时期的干
燥，仍然以我们从前不打算承认的速度继续着。①人类是无力抵御它的。
当蒙古西北部和东土耳其斯坦的居民发现水在减少的时候，他们什么办
法也没有，只好沿着通向低地的河谷往下迁移，并且把住在平原上的人驱向
西方。②一个种族接着一个种族地迁到欧洲，迫使其他种族在接连的几个世纪
里一再西迁或东迁，去寻找多少可以永居的新地方。在迁移过程中，种族和
种族（土著和移民、亚利安人和乌拉尔－阿尔泰人）混杂起来了；所以，如
果说，在他们的故国中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的社会制度，在欧洲和亚洲所发生
的这个人种混合过程中被完全破坏了的话，那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它们没
有被破坏：它们只不过是发生了新的生活环境所需要的改变罢了。
当条顿人、克尔特人、斯堪的纳维维亚人、斯拉夫人和其他各种人第一
次同罗马人接触的时候，这些民族的社会组织是处于一种过渡状态中的。以
真正的和假定的共同血统为基础的氏族联盟，使他们在接速几千年间团结在
一起。但是，这些联盟只能在宗族或氏族本身的内部没有分立家庭的时候才
能满足对它们的要求。可是，由于前面所说的种种原因，分立的家长制家庭
在氏族内部慢慢地然而是肯定地发展起来了，其结果显然是意味着个人财富
的积累和权力的聚集以及两者的世袭传授。野蛮人的频频迁移和随之而来的
战争，只不过是使宗族的分裂为分立家庭的过程加速，而种族的分散以及它
们同异族人的混合，又格外易于使这些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联盟最后分裂。
因此，野蛮人这时候便处于这样一种境地：要么眼看着自己的氏族分化成家

                                                
① 洪积世的湖泊，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中亚细亚以及亚洲西部和北部发现了它们的无数遗迹。向东

直到阿拉尔湖的中途，在地面上到处都可见到和现今在里海发现的同一个种类的贝壳，而且在向北远到喀

山的新堆积层中也有发现。里海海湾（过去被认为是亚姆河的旧河床）的遗迹和土克曼地区交叉在一起。

我们当然必须推断过去出现过暂时的、定期的振动。但是尽管这样，也显然是由于干燥的原因，而且干燥

的速度是大于我们过去所预料的。雅德林则夫最近连续发表了几篇可靠的报告，其中指出，甚至在西伯利

亚西南部的较潮湿地区，那些村庄所在的地方在八十年前还是卡奴群湖中的一个湖泊的湖底，而在约五十

年前占地达几百平方英里的其他湖泊，现在只不过是一些池塘罢了。总之，亚洲西北部的干燥的速度，必

须以世纪来计算，而不能以我们从前所经常说的地质学的时间简单位来计算。
② 正如现在狄米蒂·克里门慈在蒙古鄂尔坤河畔和鲁克春低地以及斯文·赫定在罗布泊附近的重大发现所

正明的，整个文明竟因此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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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松散组合，这样，其中最富有的家族，尤其是把僧侣的职能（或军事的
声誉）同财富结合起来的家庭，必然要把它们的权威强加在别人身上；要么
就找出以某种新的原则为基础的某种新的组织形式。
许多种族都没有力量抵抗这样的瓦解；他们分裂了，而且在历史上消失
了。但是，那些比较顽强的种族没有瓦解，它们以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村
落公社——经历了这场考验，这种组织使他们在以后的十五个世纪或更多的
时间里保持了团结。以共同的努力而取得或保护共同的地域，这种观念被推
进发展，而且代替了逐渐消逝的同一血统的观念。共同的神，逐渐丧失了他
们的祖先的性质而有了地区性。他们变成了一定地区的神或圣人；“土地”
和它的居民成为一体了。地区联盟成长起来，代替了旧时的血统联盟，这种
新的组织显然在一定的情况下具有许多优点。它承认家庭的独立，甚至还强
调家庭的独立，村落公社放弃了一切干涉家庭范围以内事务的权利；它给个
人的主动性以更多得多的自由；它在原则上不反对不同血统的人的结合，而
且还同时维持着必要的行动和思想的一致，它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反抗少数巫
师、祭司以及职业的或显赫的武士的统治趋势。因此，它变成了未来组织的
根本细胞，而且在许多民族中，村落公社迄今还保持着这种特性。
村落公社不是斯拉夫人甚至也不是古代的条顿人所特有的， 这一点现在
大家都知道，而且也很少有人提出争论。在撒克逊时代和诺尔曼时代，在英
国到处都有村落公社，而且直到上一个世纪还有部分存在①；它是古老的苏格
兰、爱尔兰和威尔士的社会组织的基础。在法国，从公元最初几个世纪直到
都尔果时代，都是由村民议会共同占有和分配可耕的土地，由于都尔果觉得
村民议会“太吵闹”，才把它取消了。在意大利，它在罗马的统治时代保持
下来，而且在罗马帝国崩溃以后重又活跃起来。在斯堪的纳维亚人、斯拉夫
人、芬兰人（公社叫庇塔亚，大概基拉冈达也是公社的意思）、古尔兹人和
里夫人中，也有村落公社。通过亨利·曼因爵士划时代的著作，我们都已熟
知印度——过去和现在，在亚利安人和非亚利安人当中——也有村落公社：
艾尔芬斯登曾叙述阿富汗人中间也有过这种公社。我们还发现，村落公社在
蒙古人中称为乌卢斯，在卡巴尔人中称为塔达尔，在爪哇人中称为迪萨，在
马来人中称为科达或拖发，而且以各种各样的名称出现于阿比西尼亚、苏丹
和非洲腹地，在南、北美洲的土人和太平洋各群岛的一切大小部落中也可找
到。总之，我们还不知道哪一个种族或哪一个戾族没有经历过村落公社时期。
单单这个事实就足以攻破说欧洲的村落公社是农奴制的产物这一论点。它先
于农奴制度，甚至奴隶制度也不能破坏它。最低限度，对所有一切曾经在或
迄今依然在历史中起一定作用的种族来说，它是普遍的进化阶段，是氏族组
织的自然产物。①

                                                
① 如果说我赞成（只举出现代的专家）纳斯、柯瓦列夫斯基和维诺格拉多夫的意见而不赞成西波姆先生（为

了完全起见才提出登曼·罗斯先生）的意见的话，那不仅是因为这三位作者的见解深刻和意见一致，而且

还因为他们对村落公社具有完整的知识和相同的见解，这种知识在西波姆先生的著作中是深感缺乏的，虽

然这些著作在其他方面都很出色。进一步说，上述的评语更适用于伏斯特耳·德·古朗吉的最典雅的著作，

他的见解和激烈的解释往往只是限于他一人的看法。
① 关于村落公社的文献，是如此的浩繁，所以只能列举几部著作。关于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的情况，

一般都取材于亨利·曼因爵士和西波姆先生的著作以及瓦尔特的《古老的瓦利斯》（Das alte Wallis，波恩，

1859年）。至于法国，可参看维奥勒的《法兰西法律史纲五：私法》（Precis de I’histoire du droit francais：



它是自然成长的，因此在组织上不可能绝对一致。一般地说，它是那些
认为有共同血统和共同占有某一块土地的家族之间的联合。但在一定情况
下，有些种族的家族在萌生新的形式的家庭之前，其成员往往已经很多，祖
孙五代、六代或七代同在一个屋子里或同一个范围中生活，他们有共同的家
和共有的牲畜，而且在共同的灶上一起饮食。在这种事例中，他们保持着人
种学上所说的“联合家庭”或“未分家庭”这种形式，迄今我们在整个中国、
在印度、在南部的斯拉夫人的察德鲁卡中还可以看到，而且有时候也见之于
非洲、美洲、丹麦以及俄国北部和法国西部。①在其他一些种族或其他情况尚
不十分确定的环境中，家庭并未大到这种程度：孙子（有时候儿子）在结婚
后，就离开原来的家庭，从头去建立他自己的新家庭。但是，不管联合与否，
不管是聚集在一起还是分散在森林中，家庭依然是联合在村落公社之中的：
而几个村落结合成部落，几个部落又结合成联盟。所谓的“野蛮人”自开始
在欧洲或长或短地定居下来以后，在他们中间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就是如
此。
经过一个很长的进化阶段之后，宗族或氏族才承认居住在分离的茅屋中
的家长制家族的单独存在；不过，即使承认了它的单独存在，氏族一般还是
不承认个人可以继承财产。少数可以作为个人私有的东西，不是在死人的坟
墓上毁掉，便是和死人一起埋掉。恰恰相反，村落公社却充分承认个人可以
在家庭之内积累财富和停留给后代。但是，他们所说的财富，只限于动产之

                                                                                                                                           

Droit prive，1886）和古文书学院图书馆所收藏的他的几篇专题论文；巴博的《旧王朝下的农村——十八世

纪的村民议会》(Le Village sousI’ancien regime[The mi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第三版，1887年）；以及邦

纳梅尔和铎尼俄等人的著作。至于意大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在拉佛勒的《原始的财产》（Primitive Property）

中已列举了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拉佛勒的这本书，有毕舍尔的德文本。关于芬兰人，可参看莱恩的《报告

集》（Forelasningar）第 1卷第 16页，还有柯士基纳的《芬兰史》（Finnische Geschichte，1874），以及各

专题论文。关于里夫人和古尔兹人，参看路奇茨基教授发表在 1891年出版的《北方公报》中的论著。关于

条顿人，除了摩烈尔和索姆：《老德意志帝国制度和司法制度》（Altdeutsche Reichs-und Gerichts-Verfassung）

的名著以外，并参看达恩的《原始时代》、《民族大迁移》、《伦巴底民族的研究》（Urzeit，Volkerwanderung，

Langobar-dische Studien）、詹生、威勒、亚诺特等人的著作。关于印度，除了亨利·曼因和他所举的著作

以外，并参看约翰·菲尔爵士的《亚利安人的乡村》（Aryan Viilage）。关于俄国和南部的斯拉夫人，参看

喀维林、波士尼可夫、索可罗夫斯基、柯瓦列夫斯基、艾菲门科夫人、伊凡尼谢夫和克劳斯等人的著作（在

俄国地理学会的《资料汇编》中有直到 1880年的丰富的参考书目索引）。关于一般的结论，除了拉佛勒的

《原始的财产》、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里伯特的《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波士特、达尔兹等

人的著作以外，并参看柯瓦列夫斯基先生的讲演（《家庭和私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斯德哥尔摩，1890

年）。应该－提的还有许多专题论文，它们的书名在维奥勒的《私法》和《公法》中所列的完备的书目里

可以查到。至于其他种族，请看以后的注释。
① 有几位权威学者主张把联合家庭作为介于氏族和村落公社之间的中间阶段，毫无疑问，在许多事例里，

村落公社是由未分的家族成长起来的。然而我认为，联合家庭事实上是另外一回事情。我们在宗族内部发

现它的存在：另一方面，我们不能证实联合家庭也有不属于宗族或不属于村落公社或高（原文为 Gau，系

古代日耳曼人的军事和行政的单位组织。──译者）而单独存在的时候。我想，早期的村落公社是直接从

宗族中慢慢成长起来的，它按照种族的情况和当地的环境，或是由几个联合家庭，或是由联合家庭和单独

的家族，或仅仅是由单独的家庭（特别是在新移居地）组成的。如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没

有理由规定出这样的次序：宗族、复合的家庭、村落公社——这个次序中的第二项，在人种学上同其他两

项的意义不同。参看附录 9。



类的东西，包括牲畜、工具、武器和属于这一类的住房——住房“象所有能
够焚毁的东西一样，都是属于这一类”。①至于私人占有土地，村落公社并未
承认，也不能承认这种私有，一般说来，在现在也仍然是没有承认的。土地
是部落或整个种族公有的财产，而村落公社本身只要在部落不要求重新分配
村落土地时，就占有它那一份土地。森林的砍伐和草原的开垦，大都是由几
个公社担负，或者至少是由几个家族（永远是在公社的同意之下）联合起来
作的，开垦出来的土地，由各家庭占用四年、十二年或二十年，过期后就作
为公有的耕地来对待了。正如私有财产或“永久”的占有不符合于宗族的原
则一样，它也不符合于村落公社的原则和宗教观念，因此，要使野蛮人习惯
于土地可以私有的观念，必须要罗马法和不久就接受了罗马原则的基督教会
给他们以长期的影响。②然而，即使私有财产或无限期占有得到了承认，占有
分散财产的人，依然是荒地、森林和牧场的共同主人。此外，我们还不断发
现（特别是在俄国的历史上），当几个各自分开活动的家族占据了属于其他
部落的某些土地时，它们很快就结合起来，组成一个村落公社，而到了第三
或第四代的时候，就宣称它们的村落是同一个血统了。
一连经过了若干世纪，才把野蛮人置于罗马或拜占庭式的国家统治之
下，在这个时期，整个一系列的制度（有一部分是从氏族时期继承来的）便
从土地公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村落公社这种联盟不仅能保证每一个人在公
有的土地中有他应得的一份土地，而且这个联盟的宗旨在于从事共同的耕
作，以各种可能的形式进行互助，保护不遭受暴力的侵害，以及进一步发展
知识，发展民族的联系和道德观念：而有关司法、军事、教育或趣济方式的
每一项改革，都必须通过村落、部落或联盟的会议才能决定。公社是宗旅的
继续，因此它继承了宗族的一切职能。它就是拉丁文的“统一体”，俄文的
“农村公社”，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
旧的宗族，总是共同打猎、捕鱼和种植果园的。在野蛮人的村落公社中，
共同从事农业也成了一种法则。不错，关于这方面的直接证据很少，在古代
的文献中，我们只看到狄阿多拉斯和尤里乌斯·凯撒所说的关于里巴里群岛
的居民（克尔特-伊伯利亚人部落之一）和斯维比亚人的几段话。但是，要证
明有些条顿人的部落以及法兰克人和古代的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和威尔士人
是共同从事农业的，那是不乏例证的。①至于这种方式的遗迹，简直是不胜枚
举。甚至在完全罗马化了的法国，大约在二十五年前，在莫比盎（布里塔尼）
地方还存在着共同耕种的习惯。②古威尔士的联合队（cyvar）以及分配给乡
村圣所共同耕种的土地，在接触文明最少的高加索人的部落中也可以常常见

                                                
① 斯托布：《论德国法律史》（Beitrage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Rech-tes）第 62页。
② 有几个种族（例如巴达维亚人和高卢的法兰克人），由于罗马帝国的影响，在最早的野蛮时期也发现有

私有土地的一些痕迹。参看埃内马-斯德纳格的《德国大地主阶级的成长》（Die Ausbildung der grossen

Grundilerrschaften in Deutschland）第 1卷，1878年。并参看伯斯勒的《按照旧德国法律新开垦的土地》

（Neubruch nach dem alteren deutschen Recht）第 11—12页，见柯瓦列夫斯基的《现代习惯和古代法律》，

莫斯科，1886年，第 1卷第 134页所引。
① 摩烈尔的《村民公有土地的联合》（Markgenossenschaft）；兰普舍的《民权时代法兰克人的经济和法律》

（Wirthscllaft und RechtderFranken zur Zeit der Volksechte），载《袖珍历史手册》（Histor Tascbenbuch），

1883年：西波姆的《英国的村落公社》（The English Vilage Community）第 6、7、9章。
② 列杜诺的记述，载《人类学会会报》1888年第 11卷第 476页。



到③，同样的情况在俄国的农民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并且，许多人都知道，在
巴西、中美洲和墨西哥的许多部落都有耕种他们公有土地的习惯，这种习惯
在新喀里多尼亚的一些马来人和几种黑人等种族中，也很普遍。①总之，在许
多亚利安人、乌拉尔-阿尔泰人、蒙古人、黑人、美洲即第安人、马来人和美
拉尼西亚人中，共同耕种是那么习以为常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把它看作
是原始农业的一种普遍形式——虽然不是唯一可能的形式。②

然而，共同耕作不一定就意味着共同消费。我们发现早在氏族组织中，
当满载水果或鲜鱼的小船回到村子的时候，人们就把运来的食物在几家人或
年轻人居住的茅屋和“长屋”中分配掉，各家就把分到的食物拿回去食用。
只限于亲族或协同工作的人才在一块儿吃饭，这种习惯流行于氏族生活的初
期，后来在村落公社中，它就成了一种定则。甚至共同种植的谷物，除了储
存一部分以备公用之外，一般也是把它分给各家的。然而，在一块儿共同吃
饭的这个传统，则被忠实地遵守着；利用各种机会，例如纪念祖先、宗教节
日、田间工作的开始和结束、生日、结婚和丧葬等，使整个村落的人都来一
块儿聚餐。甚至直到现在，这种习惯（在英国称为“收获的晚宴”）还没有
完全消失。另一方面，虽然土地在很早以前就已经不是共同耕种和共同播种
了，但有许多农活迄至现在还依然是由整个村落来作的。在许多情况下，一
部分公有土地仍然是共同耕种的，其目的或者是为了供贫苦人使用，或者是
为了充裕共同的储备，或者是为了宗教节日之用。灌溉用的渠道，是共同挖
掘和共同修理的。村落的草地，由村落收刈，俄国的村落公社在草地上刈草
的情景，是最动人的风光之一：男子互相比赛地拿着镰刀刈草，而妇女则翻
草和把草堆积起来：这表明人类的工作可以这样作，而且应当这样作。在这
种事例中，干草是分给各家的，显然，如果没有得到许可，谁也没有权利取
用邻人堆积的干草。在高加索的奥西特人中，还在遵守这条规则，这是最值
得注意的。当杜鹃啼叫，报告春天到来的时候，当草地上不久又将复满绿草
的时候，每一个需要草料的人都有权利从邻居的草堆中拿草去喂养他的牲
畜。①从前的公有权利这时又行使起来，好象是在证明那没有约束的个人主义
是多么违反人类的本性。
当欧洲的旅行家在太平洋的某一个小岛登陆时，看见远处有一丛棕榈
树，便向着那个方向走去，这时候，他惊奇地发现，那些小小的村落是用大
石铺筑的道路连接起来的，光着脚的土人在上面行走起来很舒服，和瑞士山
区中的“老路”很相象。在整个欧洲，“野蛮人”的道路都是这样，我们必
须到离开交通线很远的人烟稀少的荒漠地区，才能充分理解野蛮人的村落公

                                                
③ 瓦尔特：《古老的瓦利斯》第 323页；巴克拉茨和库达多夫的文章，载《高加索地理学会会报》（俄文）

第 14卷第 1部分。
① 班克拉夫特的《土著种族》（Native、Reces）：威茨的《原始人类学》第 3卷第 423页：蒙脱吉尔的文

章，载《人类学会会报》，1870年：以及波士特的《研究集》（Studien）等。
② 奥利、鲁洛、劳迪士和西尔威斯特在他们论述安南的村落公社的一些著作中指出，在安南也有德国和俄

国的那种形式，参看约伯-杜瓦尔在《法国和外国法律的新史评》（Nouvelle Revue historique de droit francais

et etranger）1896年 10月和 12月号中发表的关于这些著作的评论。海恩利希·古诺写了一本研究秘鲁在印

加帝国建立以前的村落公社的优秀著乍：《印加帝国的社会状况》（Die Soziale Verfassung des lnka·Reichs，

斯图嘉德，1896年）。这本著作对土地的共同占有和共同耕种都有所叙述。
① 柯瓦列夫斯基：《现代习惯和古代法律》第 1卷，第 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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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为了征服到处是一片森林和沼泽的荒野（这就是约两千年前的欧洲），需
要进行多么艰巨的工作。缺少工具而又力量微弱的单独家庭，是不能征服这
一片荒野的，相反地，他们也许会被荒漠所征服。只有共同劳动的村落公社
才能控制那荒燕的森林、低洼的沼泽和无边无际的草原。简陋的道路、渡船、
冬天拆掉春泛后又重新修起的木桥、村落周围的篱笆和栅栏墙、星罗棋布地
修建在他们地区上的土砌堡垒和小塔楼，所有这些都是野蛮人的村落公社兴
建的事业。当一个村落的人数增多的时候，它就分出新枝。新的村落在别处
建立起来，于是，一步步地又把森林和草原置于人类的控制之下。欧洲各民
族的整个建立过程，就是由村落公社这样发展起来的。甚至在今天，俄国的
农民如果还没有完全为穷困所压倒，他们也仍旧要结成村落公社迁移的，当
他们在黑龙江畔或玛尼托巴定居下来以后，又共同开垦土地和建筑房舍。甚
至英国人最初在美洲开始殖民的时候，也恢复过这种旧制度；他们结合成村
落公社。①

在野蛮人同自然敌人进行艰苦斗争的时候，村落公社是他们的主要武
器。同时，在他们对抗最狡猾和最有力的压迫者时，村落公社又使他们联合
在一起，在那种混乱的时代是极容易产生这种压迫的。想象中的野蛮人——
随意打仗和系人的人——同“嗜血的”蒙昧人一样，都是根本不存在的。相
反，真正的野蛮人生活在很广泛的一系列规则下，只考虑什么东西对他的部
落或联盟可能有益或有害；这些规则在诗和歌、格言和三合音、语录和训诫
中虔诚地一代代留傅下来。我们愈是对它们进行深入研究，便愈可理解到把
他们团结在村落公社中的联系是多么紧密。两个人之间的每一件争吵，都被
看作是公社的事情，甚至在争吵时可能说出的一些伤人的话，也认为是对公
社和对公社祖先的一种冒犯。骂人的人必须向被骂者和公社赔罪。①如果两人
之间的口角终于造成了斗殴和伤害，那么，站在旁边没有进行干涉的人也将
被当作施加伤害的人来处理。②

裁判的办法也渗透了这种精神。每一次争端均首先请中间人或仲裁人解
决，通过他们的调解，大多数争端就告了结，仲裁人在野蛮人的社会中是起
着非常重要作用的。但是，如果事情严重到不能以这种方式来解决的时候，
就提交村民议会。村民议会必须“作出判决”，并且按照附有假定条件的形
式宣布判决，即“假定错误行为经人证实，就须如此赔偿”，而错误行为之
能否成立，必须有六个人或十二个人的发誓肯定或否定；如果这两类发誓人
间发生矛盾，便凭神明裁判法（例如把手插入火或沸水中，不受伤的就是无
罪，或者双方决斗，胜者便是无罪）来解决。连续使用了两千多年的这一办
法，本身就很可以说明问题了：它表明所有村落的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密
切。并且，要执行村民议会的决定，只有用村民议会本身的道义权威，除此
以外，并无其他任何权威。反抗者可能遇到的唯一的威胁是，村民议会也许
会宣布他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但是，这种威胁也是相互的：一个人如果对
村民议会不满意，他也可以宣布脱离这个部落，加入另一个部落——这是最

                                                
① 巴尔弗瑞：《新英格兰史》（History of New England）第 2卷第 13页；见曼因：《村落公社》（Vilage Communities

纽约，1876年）第 201页的引文。
① 高聶士瓦特：《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Etudes sur le development des societess humaines），巴黎，

1850年。
② 这至少是加尔穆克人的一条法规，他们的习惯法同条顿人和古时的斯拉夫人等的法律极其相似。



可怕的一种威胁，因为这将给对自己成员之一有失公正的部落带来种种的灭
害。①反抗习惯法的正确判决，亨利·曼因说得好，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法律、道德和事实”在那个时代是不能彼此分开的。②村落公社的道义
权威是如此之大，以致后来在村落公社屈从于封建领主之下的时候，它仍能
保持住它的裁决权：它只许颁主或他的代表按照领主发誓要遵守的习惯法“寻
求”上述的有条件的判决，由他征收原来应该属于村落公社的罚款。但是，
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领主本人如果也是公社的荒地的共同主人，那么，有关
公社的事情，他也要服从公社的决定。不论贵族或教士，都必须服从村民议
会——古话是：“有权利使用这儿的水和牧草的人，都必须服从”（wer
daselbst  Wasser  undWeid  genusst，  Tnuss  gehOT- sam  sein）。甚
至在农民变成了颁主下的农奴时，农民们倘要傅见领主，领主也必须到村民
议会去。③

就他们对正义的观念来说，野蛮人显然和蒙昧人没有多大区别。他们也
认为，杀人的必须偿命，伤人的必须受同样程度的伤，而受害的家族必须执
行习惯法的判决。这是神圣的职责，对祖先的职责，必须在光天化日之下而
不能偷偷摸摸地尽这项职责，而且尽了这项职责之后还要四处传扬。因此，
传说和史诗中最动人的文字完全歌颂他们认为是正义的事。甚至神明本身也
是赞助这种行为的。但是，野蛮人的正义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它要限制可能
卷入争执的人数，要根除以命抵命、以伤还伤的野蛮观念，而代之以赔偿的
制度。野蛮人的法典——为法官们使用而记载下来的习惯法规则的集合——
“首先是允许，其次是鼓励，最后是强迫实行”以赔偿代替报复的办法。①

然而，有些人把赔偿完全误解了，他们把它说成是一种罚款，是使富人可以
为所欲为的一张全权证书。赔款（wergeld）和罚款（fred）②是完全不同的，
对各种现行侵犯行为科处的赔款照例是那么高，所以决不能说是在鼓励这种
侵犯人的行为。在杀人的事件中，赔款往往超过了凶手可能有的一切财产。
“十八头母牛的十八倍”，这就是不知道怎样计算十八以上的数字的奥西特
人所定的赔款。而有些非洲部落的赔款，竟多到八百头母牛或一百只骆驼连
同它们的小骆驼：在比较穷困的部落中，是四百一十六只绵羊。③绝大多数的
赔款是赔偿不起的，所以凶手没有办法，只好表示忏悔，请求受害人的家族
收留他。甚至现在在高加索，当争斗了结的时候，犯罪者仍用嘴唇吻一下部
落中年纪最大的妇人的胸膛，从而成为受害人家族中所有男子的“同乳弟

                                                
① 许多非洲人和其他的部族迄今还保有这个习惯。
② 《村落公社》第 65—68和 199页。
③ 摩烈尔在《村民公有土地条例的历史》（Gesch，der Markverlassung，第 29、97节）一书中坚持他对这

个问题的看法。他认为”所有公社的成员⋯⋯俗人和教士领主，时常还加上部分共有人（Markbetechtigte）

和来到村落公社的外地人，都要服从它的管辖”（第 312页）。这种观念，在局部地方一直保持到十五世

纪。
① 见前引高聶士瓦特著作第 50页；特鲁普：《历史的法律论集》（Historlcai Law Trasts），伦敦，1843年，

第 106页。
② 高聶士瓦特已证明，罚款是起源于用来安慰祖先的一种奉献。后来因为妨害大家安宁的原故，便把它交

付给公社；再往后，当法官、国王或领主窃取了公社的权利时，赔款便属于他们的了。
③ 波士特的《资料》（Bausteine）和《非洲的法学》，鄂尔登堡，1887年，第 1卷第 64页以下！前引柯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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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④在有几个非洲部落中，犯罪者必须把他的女儿或姊妹嫁给受害人家族
中的一个男子，在另外的部落中，他必须娶他所造成的那个寡妇，总而言之，
他变成那个家族中的一个成员，在一切重大的家务中，他的意见也可得到采
纳。①野蛮人不仅不经视人命，而且还丝毫不知施行可怕的刑罚，那些残酷的
刑罚是世俗法和寺院法后来在罗马以及拜占庭的影响下才开始采用的。因
为，例如说萨克森人的法律相当广泛地判处死刑，连对纵火和武装抢劫者都
判死刑，其他野蛮人的法典却只是对出卖亲族和亵公社敬奉的神明的人才处
皿死刑，因为这是唯一平息神怒的方法。
可见，所有这些同想象中的野蛮人的“道德放纵”相去很远。相反地，
在威尔士的三弦歌、阿瑟王傅说、布列洪的法律注释②、古老的德国傅说等等，
以及迄今还见之于现代野蛮人的语中所表述的早期村落公社的精细、深切的
道德原则，却使我们不能不感到钦佩。乔洽·达生在他给《遭到焚烧的恩亚
尔的故事》（The  Storyof  Burnt  Nial）所写的序言中，很公正地把北欧
傅说中的北欧人的品质概括如下：摆在他们面前的事，他们就正大光明地去
做，毫不惧怕敌人、魔鬼或命运⋯⋯他们的行为又豪迈又勇敢。对朋友和亲
族，又温和又慷慨；对敌人（按“复仇法”所规定的敌人），又严峻又无情，
但即使对敌人，他们也要尽到自己的一切本分。⋯⋯不破坏停战，不搬弄是
非，不在背后诽谤他人。不敢当面讲的话，背后就不对任何人说。对前来求
食或躲避风雨的人，决不拒之门外，即使对敌人，也是一样。③
同样的或更好的原则，在威尔士的史诗和三合音中也很多。不论是对敌
人或朋友，都要“按照温和的天性和公正的原则”行事；“弥补过失”，是
每一个人的最高职责，诗人立法者说：“恶就是死，善就是生。”①布列洪的
法律说：“如果不尊重诺言，那么，世人都要被欺骗了。”并且，谦恭的黄
教信徒莫尔多瓦人在称赞了上述的品质之后，还在他们的习惯法的原则中加
上“奶牛和挤奶罐，在邻人之间属于公有”；“必须为你自己也要为前来要
奶的人挤奶”，“孩子的身体是因为被打而发红，但是打入者的面孔是因为
害羞而发红的”，②等等。“野蛮人”所说的和实行的这些原则，要叙述起来
的话，可以写满许多篇页。
古老的村落公社还有一个值得特别谈一下的特点，这就是以休戚与共的
感情共处的人的范围在逐渐扩大。不仅部落联合成种族，而各个种族，即使
是血统不同，也结成联盟。有一些联盟是极其牢固的，例如，凡达尔人在他
们联盟中的一部分人到莱茵河去了，而且从那里渡过莱茵河到了西班牙和非
洲以后，他们在四十年的时间内仍然尊重他们同盟者的地界和荒业的村庄，

                                                
④ 米勒和柯瓦列夫斯基：《在喀巴廸亚山居人的村落公社中》，载《欧洲通报》1884年 4月号。在穆干草

原的沙克塞文人中，血仇往往是以敌对双方结成姻亲而告终，据马尔可夫的记述，载《高加索地理学会会

报》的附录（第 14卷第 1期第 21页）。
① 波士特在《非洲的法学》中列举了一系列的事实，说明公正的观念在非洲的野蛮人中是根深固的。只要

我们对野蛮人的习惯法胜行认真的研究，就不能不得到相同的结论。
② 参看尼斯教授著《关于国际法和政治权利论文集》（Etude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et de droit Politiue）中

《古代爱尔兰的法律》这出色的一章，布鲁塞尔，1896年。
① 《古老的瓦利斯》第 343—350页。
② 麦诺夫：《关于莫尔多瓦人的司法惯例简述》（skeiches of the judicial Practiceqs of the Mordovians），载

《俄国地理学会人种学学报》1885，第 236、257页。



直到通过使者确知他们的同盟者不打算回来的时候，他们才占用这些土地和
村庄。有些野蛮人所采用的办法是，让种族中的一部分人耕种土地，另一部
分人便在共同颁土的边境上或边境以外作战。至于几个种族之间结成联盟，
那更是常见的事情。西坎伯人同切鲁斯克人和斯维比亚人结成联盟，奎特人
同沙尔麦特人结成联盟，沙尔麦特人同亚兰人、卡尔卜人同匈奴人结成联盟。
后面我们就能看到，远在野蛮人所占有的欧洲大陆上出现类似国家这样的东
西之前，国家观念在欧洲已经逐渐发展起来了。这些国家——因为我们不能
说梅罗文吉王朝的法兰西或十一和十二世纪的俄罗斯不是国家——的所以能
够组成，是由于有共同的语言以及在各个小共和国之间有只从一个特殊的家

族中推举它们的领主这种默契。
战争无疑是不可避免的，迁移即意味着战争：亨利·曼因爵士在他关于
国际法的部落起源这一出色的研究论著中，已充分证明“人类的凶残和愚昧，
莫过于甘愿忍受战争这样的罪恶，而不设法加以防止”，他并且指出，“含
有防止战争或以其他办法来代替战争这种意图的古代制度，其数目”是极其
多的。①实际上，人类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好战，所以，野蛮人一旦定居
下来以后，他们就那么迅速地丢掉本来的战争习惯，而且很快就不得不供养
一些特殊的首领和他所率领的一批特殊武士，以便保护他们不受可能的侵犯
者的侵害。他们宁可从事和平的劳动而不愿进行战争，人类的爱好和平，正
是武士生涯成为一种专门职业的根源；这种职业专门化的结果，后来便造成

了农奴制和人类史中“国家时期”购一切战争。
历史发现很难恢复野蛮人的制度的面貌。历史学家每走一步，都要遇到
一些单靠他自己掌握的资料难以解释的事物的模糊迹象。但是，一到我们对
迄今还生活在同我们野蛮祖先的社会组织相似的组织下的许许多多部落的制
度进行研究后，我们便豁然明了过去的情景了。在这方面，我们所遇到的惟
一困难是不知选择哪个研究对象好，因为，太平洋的各个岛屿、亚洲的草原
和非洲的高地都是真正的历史博物馆，它们包括人类从蒙昧的宗族一直发展
到国家组织过程中所趣历的一切可能的中间阶段的标本。现在，让我们来研
究一下几个这样的标本。
如果我们以蒙古族布里亚特人的村落公社，特别是以勒拿河上游受俄罗
斯人影响较少的库丁斯克草原上的布里亚特人的村落公社为例，我们便看到
处在畜牧和农业之间过渡状态中的野蛮人的较好代表。①这些布里亚特人现今
依然生活在“联合家庭”中，也就是说，每一个儿子虽然在结婚之后就庄在
分开的茅屋中，但至少仍然是三代人往的茅屋处在同一个围墙之内，这个联
合家庭，共同耕种他们的土地，共同经管他们的联合家庭财产和牲畜以及他
们的“牛犊地”（围有篱笆的小块土地，上面长着嫩草，以备养育牛犊之用）。
一般说来，食物是分开在各人的茅屋中食用的，但在做烤肉时，联合家庭中
的二十到六十个成员就在一起吃了。聚在一块儿生活的几个联合家庭和同村
定居的几个较小家庭——它们大都是偶然分裂的联合家庭的残余——结成一
个村落公社，几个村落公社又结成一个部落：库丁斯克草原上的四十六个部

                                                
① 亨利·曼因：《国际法》（Internationa Law），伦敦，1888年，第 11—13页。尼斯：《国际法的起源》

（Les origineS du droit international），布鲁塞尔，1894年。
① 1862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一位俄国历史学家——喀山的夏波夫教授——在《东西伯利亚地理学会会

报》（1874年第 5卷）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他们的制度的出色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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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或氏族）结合为一个联盟。在有特殊需要时，几个部落就结合成较小的
和更紧密的联盟。他们不知道私有土地——土地为村落公社公有，或者更确
切地说是联盟公有的，而且，必要的时候，在部落的会议上可以把各个村落
公社之间的土地重新分配，在联盟的会议上可以把四十六个部落之间的土地
重新分配。值得注意的是，东西伯利亚的全部二十五万布里亚特人虽然在俄
罗斯的统治之下已有三个世纪，而且十分熟悉俄国的制度，但他们依然采用
这种组织。
尽管这样，在布里亚特人中间财产的不平等现象仍然在迅速地发展着，
特别是由于俄国政府过于看重它自己所选的王公，更造成了这种情况。俄国
政府把这些王公当作负责税收的人，而且在联盟同俄国的行政关系方面，甚
至同俄国进行贸易方面，是联盟的代表。因此，少数人的发财致富之道是很
多的，同时大多数布里亚特人则由于俄国人的夺取他们的土地而愈来愈贫
困。但是，布里亚特人，尤其是库丁斯克的布里亚特人，有这样一个习惯（习
惯是胜过法律的）：如果一家人失去了他们的牲畜，那么，比较富裕的家庭
就抬他们一些母牛和马，以便他们可以恢复过来。至于没有家庭的贫民，他
可以在他的同族家中吃饭：他走进一间茅屋，坐在火旁边（他有这个权利，
而不是向人讨施舍），吃一份永远是分得很均匀的食物，晚上他就睡在他吃
晚饭的那一家。征服西伯利亚的俄国人对布里亚特人的共产行为感到十分惊
奇，以致称他们为“亲如手足的人”，而且报告莫斯科说：“他们的一切东
西均属公有，无论何物，共同享受。”直到现在，当勒拿河的布里亚特人要
出卖他们的小麦，或者把他们的一些牲畜卖给俄国屠夫的时侯，同是一个村
落公社或部落中的各家人，便都把他们的小麦和牲畜集中起来一起去卖。此
外，每一个村落公社都储备有在必要时可以借贷的谷物，都有它的公用炉灶
（古时法国村落公社的公灶），都有它的铁匠——他像印第安人公社中的铁
匠一样①，是公社的一个成员，在公社内的工作不付工资。他必须无偿地工作，
如果他在空闲的时间制造一些刻花的镀银小铁牌（这在布里亚特人中是用来
装饰衣服的），他可以卖给别的氏族的妇女，但对他自己氏族中的妇女，却
只能当作礼物赠送。在公社内部是不允许买卖的，这个规定是如此严格，以
致较富裕的家庭需要雇工的时候，也只能到另外一个氏族或俄罗斯人当中去
雇。显然，这种习惯不只是布里亚特人才有，它在现代的野蛮人亚利安人和
乌拉尔-阿尔泰人中是那么流行，以致可以说，它在我们的祖先中一定是一种
普遍的习惯。
联盟内部的团结感情，是以部落的共同利益、它们的村民议会以及经常
和村民议会同时举行的喜庆事情来维系的。不过，这种情感的维持，还依靠
另外一种制度——亚巴（aba），即共同狩猎，它使人想起非常遥远的过去。
每年秋天，库丁斯克的四十六个氏族便聚在一起打这样一场的猎，猎获的东
西分给各家。此外，还不时举行整个种族的狩猎，以维护整个布里亚特族的
团结。这时候，所有散布在贝加尔湖东部和西部几百英里远的布里亚特人的
氏族，都必须派来他们的狩猎代表。成千上万的人来到一个地方，每个人都
带着一个月的粮食，每人所带的粮食，份量必须完全相等，因此，在集中之
前，要由大家推举的一位长者称过（总是“用手”称的，如果用秤来称，就

                                                
① 亨利·曼因爵士的《东方和西方的村落公社》（Village Communities in the East and West），纽约，1876

年，第 193—196页。



将被认为是亵渎古老的习惯）。把粮食集中起来以后，便把狩猎的人分成二
十人一队，按照完善的预定计划前去打猎。在举行这样的狩猎时，整个布里
亚特族又恢复了它在团结成一个强有力的联盟时期的史诗式传统。让我再补
充一句，这样的共同狩猎，在红印第安人和乌苏里江沿岸的中国人中也是常
有的（称为- 卡达—kada）①。
关于卡巴尔人，有两位法国探险家②已经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作过详尽的描
述，他们是在农业方面比较进步的野蛮人。他们把经过灌溉和施肥的田地照
料得很好，在丘陵地带中，每一块可以利用的土地都用铲子耕种。卡巴尔人
在他们的历史上经历过许多变迁，他们有一个时期采用过穆斯林的继承法，
但是由于对它抱有反感，于是在一百五十年前又恢复了古代的部落习惯法。
因之，他们的土地所有权是混合性的，私有的土地和公有的土地同时并存。
此外，他们现在的组织基础是村落公社（thaddart），它往往包括几个自称
是有共同祖先的联合家庭和外族的较小家庭。几个村落便结合成氏族或部
落，几个部落便结合成联盟，几个联盟有时候就可结成同盟，其目的主要是
为了进行武装防御。
卡巴尔人除了村落公社的村民议会（diemmaa）的权力之外， 是不知道
有其他任何权力的。所有的成年人都参加在露天或设有石座的特殊建筑物中
举行的村民议会，而村民议会的决定显然是取得一致同意的：大家讨论，直
到所有与会的人都同意接受或服从某个决定。在村落公社中，谁也没有把一
个决定强加于别人的权力，这种制度，凡是在有村落公社的地方，人类都曾
经采用过，而且现今在村落公社继续存在的地方，依然被采用着，也就是说，
在企世界还有成千上万的人采用这种制度。村民议会任命它的行政人员——
长者、书记和司库；它征收赋税，掌管公有土地的再分配和各种公用事业。
许许多多的工作都是由大家一起作的，例如道路、伊斯兰教寺院、水泉、灌
溉渠道、防备匪盗的塔楼和篱笆等等，都是由村落公社修建的，至于大道、
较大的伊斯兰教寺院和大市场，则由部落修建。现今还存在着许多共同耕种
的痕迹，各家的房舍仍然是由村落中的男子和妇女一起修建的，或是由他们
帮助修建的。“帮助”的事情，每天都有，而且在耕种和收获等等工作中，
不断有人要求帮助。至于技术工作，每一个公社都有它自己的铁匠，他在公
有的土地中享有一份土地，他为整个公社工作。在耕种季节快要到来的时候，
他便到各家去修理工具和犁头，不指望任何报酬。至于制造新犁头，他们认
为这是一种神圣的工作，决不能以金钱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工资来酬谢的。
由于卡巴尔人已经有了私有财产，所以在他们当中显然是有富人也有穷
人。但是，正如所有紧紧生活在一起，而且知道贫穷是如何而来的人一样，
他们认为那是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偶然事情。“别说你决不会背上讨饭袋子
乞讨，别说你决不会进监牢，”这是俄罗斯农民的一句格言，卡巴尔人实行
了这句格言，从他们的表面行为上是看不出贫富之分的，当穷人要求“帮助”
的时候，富人就到他的田里去工作，正和穷人反过来也为富人工作一样。①

                                                
① 纳察洛夫：《北乌苏里江地区》（俄文），圣彼得堡，1887年，第 65页。
② 哈诺铎和列杜诺克斯：《卡巴尔人》（LaKabylie），共三卷，巴黎，18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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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村民议会还留有一定数量有时由大家耕种的田园和耕地，以供最穷苦
的人使用。许许多多类似这样的习惯，现今还继续存在。由于穷苦人家无力
购买肉类，便规定用罚款或赠给村民议会的礼物以及使用公共的橄榄油盆而
付给公社的款子来购买，并且平分给那些买不起肉的人。当一家人在不是集
市的日子杀了一只绵羊或小牛自己吃的时候，便由村里傅唤的人在街上大声
宣布这件事情，以便让病人和怀孕的妇女来取他们所需要的肉食。在卡巴尔
人的生活中，充满了互相援助的事情，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在异乡的旅途
中遇到了一个需要帮助的卡巴尔人，他就必须丢帮助，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
财产和生命。如果他不这样作，那么，由于这种漠不关心而遭受损害的人的
村民议会可以提出控诉，而那个自私者的村民议会将立刻赔偿损失。我们在
这里遇到了研究中世纪商人行会的学者所熟知的一种习惯：在冬天，每一个
进入卡巴尔人村落的异乡人都有住宿的权利，而且他的马可以在公有的土地
上吃一天草。但是，如果需要的话，他几乎可以得到他们无限制的帮助。因
此在 1867—1868 年发生饥荒的时候，卡巴尔人不分种族地接待和供养了每一
个来到他们村落里逃难的人。在迪里斯地区，不下一万二千人是从阿尔及利
亚的各个地方来的，甚至还有来自摩洛哥的人，他们都受到了这样的供养。
由于这种原因，所以当人们在整个阿尔及利亚死于饥饿的时候，在卡巴尔人
的土地上就没有一个人饿死。他们的村民议会要求他们节省必需品，组织救
济，而且从未向政府请求过帮助，也没有发过一点儿怨言；他们认为这是一
种天职。然而在欧洲的移民中，却采用了各种各样的警察措施来防止由于涌
进了大量的外地人而产生的盗窃和混乱。在卡巴尔人的地区里，是不需要这
些东西的，村民议会既不需要外人的帮助，也不需要外人的保护。①

我只能大致地谈一下卡巴尔人生活中的另外两个最有趣的特点：一个是
“阿纳雅”（anaya），即在战争时水井、河道、寺庙、市场和一些道路等等
的受到保护：另一个是梭福（cofs）。在阿纳雅中，我们发现有一系列的减
少战争祸害和防止冲突的制度。例如市场，特别是边境上卡巴尔人和外族人
会集的市场，是阿纳雅；谁也不敢在市场上捣乱，如果发生乱子的话，立刻
就会受到聚集在市镇上的外来人的弹压。妇女们从村子到水泉去的道路，在
战争时也是阿纳雅，还有其他等等。至于梭福，则是一种流传很广的组织形
式，它的性质有些象中世纪的“市民会”（Blirgschaften 或 Gegilden），
是为了互相保护和达到村落、氏族和联盟这些地区组织所不能达到的知识、
政治和情感等种种目的的团体。梭福没有地区的限制：它在各个村落中招收
成员，甚至也招收外来人，它对人们在生活中可能遇到的一切不测事情时，
给他们以保护。同时，它试图用超地区的团体来弥补地区团体的不足，以表
达各种各样的超越境界的互相友爱。个人的爱好和理想的自由国际组织，我
们认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好的特点之一，其实起源于野蛮的古代。
高加索的山居人提供了另外一个对说明这种情况极有教益的例证。它使
柯瓦列夫斯基教授在研究奥西特人的现代风俗习惯（他们的联合家庭、村落
公社和法律观念）时，能够在《现代习惯和古代法律》这一名著中一步步地
追溯到同古代野蛮人的法典相似的倾向，甚至研究出封建制度的起源。在另

                                                
① 哈诺铎和列杜诺克斯：《卡巴尔人》第 2卷第 58页。蒙古人的习俗对外来人也同样尊敬。拒绝留宿外来

人的蒙古人，在那个人因此而遭受损害时，他将付出十足的赔偿（巴士颠：《历史上的人类》第 3卷第 231

页）。



外一些高加索种族中，我们有时候不是从部落式的，而是从不同血统的家庭
自愿联合而成的村落公社里，看到一些公社的起源。最近在有些赫夫苏尔人
的村落中的情况就是如此，这些村落的居民发誓要“共产和友爱”。①在高加
索的另一个地区达格斯坦，我们发现在两个部落之间产生了封建关系，它们
却同时都保持了它们的村落公社（甚至还保持了氏族的“阶级”痕迹），因
此，它们生动地说明了蛮族在征服意大利和高卢时是什么形式。战胜的种族
——列兹庚人，在扎卡塔雷地区征服了几个格鲁吉亚人和鞑靼人的村落，但
并未把他们置于分立的家庭制度之下；他们组成了一个封建氏族，这个氏族
现今在三个村落中包括有一万二千个家庭，为他们所共有的格鲁吉亚人和鞑
靼人的村落不下二十个。征服者把他们自己的土地分给他们的氏族，而氏族
又把它平分给各个家族。但是他们并不干涉他们的纳贡者的村民议会，这些
村民议会依然实行着尤利息斯。凯撒所提到的那种习惯，即每年由村民议会
决定哪一部分公有土地需要耕种，而这一部分土地就按照有多少家族分成多
少份，并且用抽签的方式把它们分给各个家族。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列兹
庚人（他们的制度是私有土地而公有农奴②）中，常常可以看到无产者，但在
属于他们的继续实行公有土地的格鲁吉亚农奴中，却很少见到。至于高加索
山居人的习惯法，它和朗哥巴人或舍拉族法兰克人的习惯法几乎一样，所有
的几点倾向，颇能阐明古代野蛮人的法律程序。由于他们的性情易于冲动，
他们便尽力防止由于争吵而产生的严重后果：所以，赫夫苏尔人虽然在争吵
时动辄拔刀相向，但如果有一个妇女跑来把她头上所戴的那块麻布头巾扔在
他们中间，那么他们立刻就会收起他们的刀子，争斗就告平息。妇女的头巾
就是阿纳雅。如果争吵没有及时停止，终于发生了杀人事件，那么赔偿的数
额是如此巨大，以致使杀人者除非为受害人的家族所收容，否则他的整个一
生也将完全毁灭。如果为了一点小事便动刀伤人，他将永远失去他的亲族的
尊重。一切争端均由调解人控制：他们从氏族的成员推举法官——小事推举
六个，事情重大时要有十到十五个——并且由俄罗斯的见征人证明这些法官
是绝对廉正的。发誓被看作是极为严重的事，所以受大家尊敬的人可免予发
誓：只要他肯定一下就够了，而且在重大的事情中，赫夫苏尔人会毫不踌躇
地承认自己的罪行（我说的当然是还没有接触过文明的赫夫苏尔人），所以
更无须发誓。誓言主要是用在这样一些事件中的，例如关于财产的争执，这
种争执除了简单地陈述事实以外，还需要进行某种判断。在这种情况下，一
句判断就可以决定争端结果的人，其行事是极为慎重的。总之，他们决不缺
少诚实的品质，也决不缺少对同种人的权利的尊重，这一点是高加索蛮族社
会的特点。
在非洲的那些种族中，有着那么多各种各样极其有趣的社会， 举凡处于
从早期村落公社过渡到野蛮专制王国之间的一切中间阶段的社会形式都有，
所以，甚至在这里想谈一下从它们制度的比较研究中所得出的主要结论，也
是不可能的。①只这样说一下就够了，那就是甚至在国王的最凶暴专制之下，

                                                
① 霍达多夫：《赫夫苏尔人见闻录》，载《高加索地理学会会报》，第 14卷第 1期，梯弗里斯，1890年，

第 68页。他们还发誓不娶自己团体中的姑娘，这是恢复了古代的氏族规则的突出事例。
② 巴克拉茨：《扎卡塔雷地区札纪》，载前述会报第 14卷第 1期第 264页。在列兹庚人中也和在奥西特人

中一样，“联合队”是很普遍的。
① 见波士特：《非洲的法学》，鄂尔登堡，1887年；明曾格：《论波哥人的法律和风俗》



在许许多多的事务中，村落公社的村民议会和它们的习惯法仍然是至高无上
的。国家的法律固然可以允许国王随他的高兴或仅仅为了满足他的贪欲，便
夺去任何一个人的生命，但是人民的习惯法继续保持着现今还存在于其他野
蛮人中或过去曾经在我们祖先中存在过的那一系列互助制度。至于那些无性
较厚的种族（在博尔弩、乌干达、阿比西尼亚），特别是波哥人，他们的习
惯法的一些倾向，是来自真正优美和细致的情感的。
南美和北美的土人的村落公社也有同样的性质。我们发现巴西的突比人
是在属于整个氏族所有的“长屋”中生活的，一个氏族中的人习惯于共同种
植玉米和卡沙薯。文化更为发达的亚拉尼人也有共同耕种土地的习惯。乌喀
嘉人也是如此，他们在他们的原始共产主义和“长屋”这种制度下，学会了
修筑良好的道路和从事各种家庭工业②，而且他们的家庭工业和欧洲中世起初
期的工业相比，毫不逊色。他们也都是遵循我们在前面所举的那几种习惯法
而生活的。在世界的另一端，我们发现了马来人的封建制度，但这种封建制
度却没有力量彻底摧毁村落公社——它最低限度对一部分土地仍旧保留着共
同所有权，而且可以把土地在部落的儿个村落中重新加以分配。③在米那哈撒
半岛的亚尔夫鲁斯人中，我们发现有共同输种农作物的习惯。在宛陀兹的印
第安族中，我们发现在部落以内实行定期的土地重新分配，而且土地是由氏
族耕种的。
在伊斯兰教的制度还没有把那里旧组织完全摧毁的一切苏门答腊地方，
我们发现有联合家庭（suka）和村落公社（kota），这种村落公社还保持了
它对土地的权利，甚至对不是由它授权开垦的那一部分土地，也保有它的权
利。①我们所以谈到这些括，是要说明我们在前面作为村落公社的特点扼要陈
述的互相保护以及防止仇恨和战争的一切习惯，现今仍然是存在的。不仅如
此，而且土地愈是充分地保持公有，人们的习惯愈是良好和和平。德·士图
尔绝对肯定地说，无论在什么地方，村落公社这种制度愈是少受征服者的侵
害，则财富的不平等情况便愈小，复仇法的规定也愈是没有那么残忍；相反
地，凡是村落公社遭到彻底破坏的地方，“那里的居民便要从专制统洽者受
到最难忍受的迫害”，②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威茨说，保持了部落同盟的那些
种族，比丧失了联盟的旧联系的种族有更高的发展水平和更丰富的文化，他
这番话只不过是指出很容易预见到的事情罢了。
如果再举一些例子，那就使我陷于使人厌烦的重复了——因为在各种不
同气候的地区和各个种族中的野蛮人社会是极其相似的。在人类中，同样的
进化过程真是相似得令人惊奇。当氏族组织内有分立家庭的分离，外有氏族
迁移的瓦解，而且又不得不接纳不同血统的异族时，便产生了以地域观念为
基础的村落公社。由前一个制度（氏族）中自然而然成长起来的这个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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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野蛮人度过了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而没有分裂成在生存竞争中必然失败
的单独家庭。新的耕作形式在新的组织下发展起来了；农业达到了许多种族
迄今仍难超过的阶段，家庭工业也达到了十分完善的地步。荒野被征服了，
在其间纵横交错地修起了道路，到处是由老公社分出来的许多新村落群。市
场、有防御设备的中心和公众礼拜的地方都建立起来。逐渐树立起了更广泛
的、扩展到整个种族和几个不同血统的种族的联盟观念。旧的正义观念——
只知道复仇的观念，渐渐起了深刻的变化，对做错的事情实行陪偿的思想代
替了复仇。在这种组织下，创立了习惯法——它迄今还是三分之二或更多一
些的人类的日常生活法则，此外还培养了一系列旨在防止少数（他们的势力
将随着私有财产的愈来愈容易积累而增大）压迫多数的习惯。这就是群众的
互助倾向所采取的新形式。人类在这种新的群众组织形式下在经济、知识和
道德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如此巨大，以致后来当国家产生的时候，只须把村落
公社为全体利益而行使的法律的、经济的和行政的一切职能夺取来为少数人
的利益服务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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